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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 

林移刚1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学系，重庆 400031 ) 

【摘 要】：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发展促成了祠庙、会馆等信仰中心的大量兴建

和兴盛；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神、水神、财神等神灵被大量崇祀；手工业的繁荣使行业神崇拜尤为兴盛。另一方面，

民间信仰会以各种形式反作用于清代地方经济。祠庙、会馆的兴建促进场镇的形成和繁荣；不断积累的祠庙经济日

益成为地方经济体系的重要补充；异常突出和活跃的庙会、迎神赛会对于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同样起着非常

重要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开发格局也同样是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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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是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普遍性的、与制度性宗教及民间宗教相区别的、以神灵信仰为核心的准宗教

信仰。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形式及程度往往决定民间信仰的种类、更替与兴衰。民间信仰的

传播和兴盛也会对经济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此郭伟平
[1]
、黄洁琼

[2]
、王健

[3]
等学者都有相应研究成果。在清初注人式的移

民运动的背景下，四川民间信仰的主体和内容发生重要变化，四川经济经历了从衰败、复苏到繁荣的过程。民间信仰在区域社

会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形成以及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
但是，学界对于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的互动关注

较少。本文通过对清代四川社会祠庙设置、神灵供奉以及迎神赛会等民间信仰的具体表现和活动场域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经济

发展进程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解四川区域文化的建构过程提供新的视角。 

一、地方经济对民间信仰的促进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民间信仰等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四川民间信仰体系的重建和兴盛是在区

域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之后出现的。经济的发展为民间信仰提供了物质方面的保障，使信仰主体从数量到生活质量方面都有质

的飞跃。清代四川经济发展对民间信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促成信仰中心的兴盛及转型 

祠庙是民间信仰的展示中心，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的互动许多都是通过祠庙实现的：祠庙的兴建与兴衰、神灵的供奉及变

化等都与地方经济息息相关。随着清初经济的复苏，四川经济慢慢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在雍正、乾隆之后进人了繁荣时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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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城市地区，商业重新繁荣起来，出现了“商贾辐辏，街道肩摩，百货骄集”
[5]卷 2《风俗》

的景象。地区之间的商业流通异常活

跃， 《 成都竹枝词 》 描绘了川西经济中心 ― 成都的商业枢纽地位：“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油，西来氆氇铁皮布，

贩到成都善价求”。
[6]87 

伴随着经济交流的活跃，场镇数量迅速增长。清末，成都所辖成都、华阳两县场镇居然有近 50个，
[7]541-542 

令人咋舌。这些场镇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交通线上，“居民懋迁”“货积如山”
[8]185

。 

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心（包括城市和场镇）的繁荣使得兴建祠庙、会馆成为可能。清代中期之后，大量祠庙、会馆在

商业和经济繁荣的府、州、县甚至乡场首先出现。祠庙、会馆分布较多者，也是当时经济相对较发达者。清代四川经济的发展

同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在诸多社会压力面前，人们迫切需要精神的释放，向神灵诉说或求助成为常见的选

择。对移民社会来说，兴建会馆作为移民聚乡情、襄义举并以神灵的名义团结乡里的整合中心的愿望日显迫切，民间信仰社会

减压阀的功能因此得到体现。同时，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更高需求也使得会馆从最初的聚乡情的移民信仰中心慢慢地向商

业中心转化，经济功能愈加明显，体现出公所的色彩，再后变为商会，神灵崇拜在会馆中被慢慢淡化。 

（二）经济发展使某些神灵被大量崇祀 

民间信仰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在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确定的，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息息相关。

清代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神灵如社神、田祖、土地神、牛神、瘟神、驱蝗神等备受推崇；四川境内河流纵

横，农业生产时常经受水涝灾害，因此水神系统特别发达，既有江读神、赵星、李冰父子（川主）与大禹等本土水神，又有天

后、真武、杨洒、萧晏二公等外来的水神。清代四川商业的繁荣使得商业人口所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对财富的渴望和

追求成为世俗社会普通大众的共同愿望，因此财神信仰在城乡地区特别兴盛，不仅财神庙香火旺盛，而且各路财神统统得到崇

祀，既有本土财神赵公明，又有外来财神五显神、五通神或五路神等，还有全国性大财神关羽，农村地区则在家堂中供奉四官

财神；在旱涝多灾的清代四川，告别病恙、保持健康成为许多人共同的追求．而医疗水平低下、医风不正的现实又使得老百姓

只能将健康的愿望诉求于神灵，因此药王孙思邈在得到医药行业奉祀的同时也获取了更广泛的信众群；清初大量为了谋生计的

经济型移民进人四川，不仅带来了四川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也带来了大量的神灵信仰，而随后的移民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使得这

些神灵信仰最后融人四川原有神灵体系。 

（三）手工业的繁荣使行业神崇拜兴盛 

清代四川商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城乡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商业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城乡手工业的竞争态势，

又刺激了手工业新的发展甚至革命。清政府明确废除匠籍的制度使手工业者获得了身份自由。同时，清政府还缩小了官营手工

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部分取消了官方垄断，改变了官营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行业的发展需要正常的规范体系和市场秩序，

还需要各种要素来整合行业的力量，形成良好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势头，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正是迎合这种需要在地方经济的发

展和行业繁荣的背景下而兴盛起来。因为养蚕丝织业的发达，清代四川蚕神祭祀活动非常活跃。“蚕事毕，户闻煮茧之香，崖列

贸丝之市。毅击肩摩，沽酒市脯，谢蚕母赐．佑，乐妇子之欢腾。”
[9]卷 3《 风俗 》

 人们一般都会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时“浴蚕，祀蚕

神”
[10] 卷 3《 风俗 》

。嘉道时，黄勤业在 《 蜀游日记 》 写道：“（过荣县），行经蚕市，渐闻鼓声隐隐，由远而近，土人咸曰：祭马

头娘也。”
[11] 

行业的发展促成了祠庙的大量兴建，祠庙成为行业发展的见证和重要表现，并进一步促进和刺激行业的发展，为行业发展

提供精神方面的保障。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县域，铜梁县内行业神庙的兴旺景象可谓典型，不仅数量非常多，而且种类齐全，

有各地皆有的药王庙、鲁班庙、罗祖庙、老君庙、财神庙、杜康先师庙、蒙恬将军庙等，也有四川常见的紫云宫、蚕娘圣母庙、

牛王庙、华佗祖师庙、孙膑祖师庙，还有分工很细的梅葛二仙庙、詹皇庙、机仙圣母庙、葛仙庙、五显灵官庙等祖师庙，可见

商业之繁荣。其中，造纸业为铜梁第一大产业，因此各地皆有蔡伦庙。
[12]128-130 

二、民间信仰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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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民间信仰会以各种形式反作用于地方经济，对地方经济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神灵信仰不仅在民

众面对危难时提供一种心灵慰藉，还对民众行为具有约束力。它使人们在商业交易中遵守诚信原则，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有效运

转。 

（一）祠庙的兴建促进了场镇的形成和繁荣 

西川的一些小城与乡镇的形成，与会馆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初移民入川时，初期的定居点往往满目疮痰，经济萧条，出于

聚乡情、敬神明的需求，移民在荒野之处开始建造会馆。随着移民不断聚集，会馆越来越多，商家小贩云集会馆做起买卖，会

馆周边逐渐修成街房，集市与场镇于是成规模。金堂县广兴场，明末毁于战火。清初来川移民先后集资修建了广东、两湖、贵

州、江西等省会馆，从此香客会众络绎不绝，商贩云集。此后，贵州、江西会馆及城隍庙会首集议出资，各修一段街房，首尾

相衔，遂成集镇。故该场镇又有“三节镇”之别名。
[13]33

射洪县太和镇有“五省会馆在此兴场立市”的说法，即五个省的移民到

此来后，又有其原籍的商人利用同乡关系，不断来往做生意，形成了同乡接待联系的场所，因此，会馆的建设对该地繁荣商业、

兴场立市起了促进作用。 

会馆和祠庙的兴建还促进了清代四川部分行业的繁荣和发展。湖北黄州人善于经商，四川某些县乡建立的黄州会馆从客观

上促进了当地的商业贸易和某些行业的发展。如新津县太平乡的黄州会馆，在满足黄州同乡迎麻麻、聚乡情需求的同时，也成

为黄州人的商务活动中心，同时也是黄州商人的花纱交易集散地。内江城区的江西商人，以其同乡会馆 ― 万寿宫以中心经营

着一批从事金、银、锡、铜器品的商贸业务，促进了清代内江银、铜、锡等工艺的发展和繁荣。陕西商人在内江城内以陕西会

馆为中心经营大量棉花贸易的店铺，不仅使其“陕棉”畅销内江，转运川东南，并使陕商在内江成为了富裕的商帮 ― “花帮”，

同时，还促进了内江棉花贸易的繁荣，树立了内江棉花贸易在四川的重要地位。 

（二）祠庙经济是地方经济的重要补充 

祠庙的存在与延续、修葺等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条件，祠庙开展正常的联谊、祭拜以及庙会等大型活动需要经费，所以产生

了“祠庙经济”,
[14]254

 一般的祠庙都“各有底金产业”。
[15]卷 2《 坛庙 》

 如灌县的二王庙，至新中国成立前，其庙产还有田地 600 亩、

山林一匹。
[16]275

 特别是各地移民所建会馆，都拥有一定的产业和经济基础。如南川县，“会馆建自客籍 „ „ 均于营造外，或

置田租，或存款生息，平日招人主守焚献，货产主权，庙首操之”。
[17]卷 5《礼仪》

 广东移民在各地所建南华宫产业都颇为可观，如九

尺镇的南华宫有田 40 余亩，敖平镇南华宫则有庙产 50 余亩；新津县普兴乡南华宫有庙产 92 亩。
[18]
江油县的湖广会馆拥有

铺面达 100 余间，用以出租，江西会馆则有田产达 400 余亩之多。
[19] 

这些庙产除了用来维持负责人和经营者的衣食住行及各类信仰事务以外，还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20]31-35 

民国时

期，铜梁县各地的文庙、武庙、书院、义学等均各有田地，由各首事轮流经营，亦县属财政之一小部分。该县的书院和义学其

实大多来自清代的祠庙、会馆。
[12]206

 清末民初，会馆往往动用其产业来参与地区文化事业以及经济发展。民国 《 新都县志 》 

载，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邑人李吉安在南华宫开办小学，每年由神会捐银 151 两，钱 160千作为经费。
[21]第二篇《政纪志 》

 宣

统元年（ 1914 年），彭山县建国民学校时，“原提南华宫所有关帝会租谷三十石、财神会租谷五石、六祖会街房十间，年收银

四十元；花生斗一张，年收银二十元”。
[8]卷 2 《 民俗 》

 会馆产业在清代四川甚至还成为地方税收来源之一。民国 《 重修什那县志 》 

载：“清康雍乾嘉时代，各省人来什者，先后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取租金为演剧、酬神、焚献之用。迄

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愈多，至光绪中为极盛。光绪壬寅（ 1902 年）开办学堂，政府通令抽收寺产，以备经费，然仅

十分中取二，神会仍然无损”。
[22]卷 7 《 礼俗 》  

祠庙经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依托祠庙、会馆所建的社仓、义仓。清代的地方仓储是“省建永济仓，府建丰裕

仓，州县有常平监仓，乡镇设社仓、义仓，边远地区置营屯仓” , “地方另外还设有义仓、积谷仓等”。
[23]511-515

清代四川乡镇的

社仓、义仓多设置于寺院、祠庙和会馆中，如铜梁县，全县社仓共二十八处、安居社仓十六处，绝大多数都设置在寺院和祠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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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2]196

到民国时期，官方管理的积谷仓廉也绝大多数设置于寺院、祠庙和会馆中。在铜梁县，民国时期的 91 间积谷仓廉中，

设置在仓圣宫、禹王宫、川主庙、濂溪祠、王爷庙等民间信仰祠庙中点有 38 间，置于总神庙中有 35 间，置于文庙中有 7 间，

置于乡公所中有 4 间。
[12]197-198 

这种情况在清代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在荣县，同样多个祠庙都有社仓和义仓。如炎帝宫，“县东

程家场山门外右有仁义仓五间”；神农庙，“县东程家场，离场二里内，有中和仓三间”；湖广会馆，县东贡井，“乾隆十八年设

立社仓三间”；虞家庙，“乾隆十八年设立社仓”；东岳庙，“县东五十里，长山桥官山上近场口，设立社仓五间。”
[24]卷 8 《 舆地志’坛庙 》

 

这些社仓、义仓等的设立使得祠庙又称为地方仓储机构，成为社会功能承载和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 

（三）庙会、迎神赛会促进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发展 

庙会，又名“赛会”，
① 
是一种以祭祀神灵为中心，在寺庙或其附近举行的包括宗教内容在内、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

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以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为目的的群众集会。 《 岁华谱 》 谓：“赛会，承平之遗风，

从民乐也。”
[25]卷 16，引元费著《 岁华谱 》

 最早的庙会主要由组织性宗教人士发起，释道信众参与，仪式、内容源自释道经典，其组织形

式、功能皆因释道教义而生，组织性宗教在整个香会、酿会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清代四川，这种类型的庙会已经不

多，虽然此时的庙会也基本上皆由某一具体神灵的信仰产生，释道人士也要参与负责主持仪式，包括打醛、建会等，但他们只

是此类集会的参与者或组织者之一，而非主导者，整个集会与释道经典、教义关系不是十分密切，主要是源自民众祠神信仰中

最普遍的邀福免灾、酬神感恩心理，参与者既有神灵的信仰者，也与地缘因素相关。清代四川庙会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乡村的春秋社祭，是古代社祭春祈秋报传统的延续。
 ②2
 仪式一般都比较简单，往往有男女巫师主持，有娱神的舞

蹈和表演，也有敬神、搞劳神灵的献祭仪式，在祭祀结束后，整个村庄的百姓聚餐，一片祥和喜庆的景象。 

第二类，以某一特定神灵为中心的小型集会，参与者都属于同一职业或某一特定群体，其实这是村社赛神的延续和发展，

是最主要的类型，上述土地会、药王会、田祖会等以及各省会馆在所祀主神诞辰时举行的集会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类以村社、

省籍或行业为单位的民众宗教集会十分普遍，规模可大可小，对地方政治经济影响最大，在纳入士人视野时，往往被视为官民

合乐、政治清明的表现。 

第三类，非常时期的迎神赛会，如为祈雨祷旱、攘除蝗灾、瘟疫而举行地方性宗教集会。由于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往

往不限于一村一乡，而是数县数州，乃至数省，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为攘除灾害而举行的集会多由地方长官组织，

仪式操作人员则常常包括当地释道人士和巫觋。当然，有时也由退休官员、本地士绅或寓寄当地的官员主持。 

作为区域基层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经济网络，庙会是四川农村市场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其独特的

重要作用。经济史家全汉升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道出了庙会与场市的关系。在庙会中，由于人们对神祇的拜祭，人员

流动大，且神祇所在地成为中心，很容易形成市场，以满足拜祭者的商业需求。在某些地区，庙会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农村集市，

甚至超过集市。段玉明教授指出了寺庙文化对经济交流的促进作用，并认为庙市的墟市化在明、清时期是一不可遏制的趋势。
[26]274 

-290 

清代四川庙会非常活跃，各种类型庙会文化趋于成熟，在经费运营、活动安排和保障措施都方面都有突出表现，这对于地

区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庙会期间无不演剧酬神，多地或“各有基金”，
[27]卷 7 《 风土志∙习俗 》

 或“比户合钱演戏似酬

神”，往往因人们“彼此争先”，导致“乐部为之增价”
[28]卷 18《风俗志》

 二月二十五日的绵竹岳王会，“演剧以酬，四方携褚帛而来者，

不下万人”。新繁城隍会，“庙中则演剧酬神，牲宰交错；于背则高涨彩慢，缀以花灯”
[29]卷 3 《 地舆志下∙风俗 》

 清代竹枝词中对灌县“二

                                                           

①《 说文 》 曰：“赛，报也。”所谓报，即酬谢神灵，又称“社赛”“社会”“社火”“祠赛”，都是以春秋社祭为中心的民间宗

教集会，后来则成为以神祠为中心的民众宗教集会的泛称。  

②指古代先民进入农耕时期的“社祭”，是祭祀后土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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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庙会的描绘也完全是一副繁荣景象： 

了愿酬神六月中，度诚拜到“二王宫”。人来莫向南关去，逝水推波路不通。 

信是人间“五洞天”，清奇秀丽实岿然。青城览毕归来后，即便愚夫亦说仙。
[6]3221 

 

因此，清代四川的各种各样的庙会与其说是祀神的神会，不如说是集文化、商业、娱乐竞技与宗教与一炉的大集会，各种

行业、各种营生琳琅满目，其中的商业色彩非常浓郁，所谓庙会已经变成纯粹的具有娱乐色彩的商贸集会，其对地方经济的价

值远远大于对神灵的祭祀价值。 

虽然庙会作为一种低级的经济交流形式，其参加者主要是城镇小手工业者、近郊农民和城市平民，但是，庙会对于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四川地区，其意义仍然非常突出。作为经济交流较为发达地区稳定集市的有益补充，四川庙会对于祈神攘灾、

调节民众单调、紧张的生活以及凝聚社区团结等多方面都有着非常突出的意义。 

三、区域经济发展与开发格局造成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经济发展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与差异在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四川在清代中期后进人了封建社会手工业最

繁盛的时期。行业的发展需要正常的规范体系和市场秩序，还需要各种要素来整合行业的力量，形成良好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势

头，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正是迎合这种需要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繁荣的背景下而兴盛起来。民国 《 新繁县志 》 反映的

只是行业神信仰兴旺之冰山一角： 

民业则各祀其所始。纸业祀蔡伦，泥木石业祀鲁班，五金业祀老君，酒业祀杜康，机织业祀机仙，靛染业祀梅葛仙翁，豆

腐业祀淮南王，鞋业祀孙膑，织履业祀刘备，缝衣业祀轩辕，理发业祀罗祖，屠宰业祀桓侯，厨业祀詹王，医业祀孙思邈，演

剧祀唐明皇，骨吏祀萧曹，船户祀王爷，商人则通祀财神。
[29]卷 3《 地舆志下∙风俗 》  

（一）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与行业神信仰差异 

在世俗的观念中，行业神或为祖师神，或为单纯的行业保护神，都能掌管行业，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并保障行业中个人和

行会利益。
[30]
区域经济体系的构成和产业结构方式的差异会在行业神信仰方面得到体现。在最紧迫、最受重视的行业或最繁荣、

最有特色的行业中，其行业整合的需求更大，行业神信仰也就更兴盛。咸丰 《 间中县志 》 云：至人家隙地在皆种者，则无

过于桑。川北大绸擅名蜀中，丝织业的发展使得蚕神信仰盛极一时。驱蝗神刘猛将也深受敬仰。清代四川处于城市化进程中，

县城和市镇的建设使木厂一片兴旺景象，“冬春，匠作背运庸力之人，不下数万”，
[31]卷 3,《 风俗 》

 因此，鲁班成为传统手工业中最

受崇祀的神灵。
 ①3

  

行业神崇拜和行业的垄断和竞争态势也有关系，当行业处于寡头垄断（比如完全的官方垄断）阶段的时候，行业神已经成

为垄断者的工具，神的地位和作用就将被弱化。清代四川井盐制造业和冶铁业都因为技术的改良等原因达到空前繁荣的状况，

但是这些都是官府垄断的行业，因此行业神崇拜并不发达。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商业人口所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

                                                           

①在清代四川各地都有崇祀鲁班的祠庙。如光绪 《 续增乐至县志 》 卷 1 ， 《 祠庙 》 ：“鲁班庙，在砚山麓，同治八年

邑木帮人公建”；同治 《 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 》 卷 9 ， 《 祠庙志 》 ：“鲁班庙，（酉秀黔）无专祠，或附于各庙，工师

匠人之所祭也。光绪 《 重修彭水县志 》 卷 2 ， 《 祠庙志 · 通祀 》 ：县志庙在小北门外，郁山镇亦有之，名巧圣宫，

咸丰十一年发逆入郁山，毁于火。”民国 《 沪县志 》 卷 1 ， 《 典地志坛庙 》 ：“公输宫：在城南垣，祀公输般，旧为禹

王宫，乾隆十七年建。咸丰四年重建，易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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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成为世俗社会普通大众的共同愿望，因此财神被许多行业作为行业神并虔诚奉祀。在旱涝多灾的清代四川，

告别病恙、保持健康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药王在得到医药行业奉祀的同时也获取了更广泛的信众群。 

（二）区域经济格局差异与行业神信仰区域差异 

历史时期四川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开发格局不是同步的，在不同时期各区的产业结构也不一致，折射在民间信仰

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蓝勇先生曾以政区、移民、方言、民俗、民风（个性特征）与文化区域的关系等为主导因子对古代四

川进行了文化区的划分，其“对四川三大民俗区的形成依据的主要历史文化积累主要是明清时期”。
[32]
民间信仰是四川“地方性”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导因子之一。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同样可以参照蓝勇先生的分类方式将其分为川西平原民间信仰区、川

东北民间信仰区及川南民间信仰区。 

川西平原自古以来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农业经济在四川最为发达，人们有更多的精力用于娱乐和发展文化，商业最

为繁荣。在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川西平原市侩气息最为浓厚，并因此形成了居民尚游乐、重饮食的传统。川西民间信仰区

的民间信仰中与农业相关神灵和祀神活动备受重视，各种信仰活动更具商业意味和娱乐色彩。川东民间信仰区山高水险，古代

森林茂密，先秦时以狩猎渔猎经济为主，在明清以前狩猎经济仍有一定地位，但农业文化的影响占有绝对地位，商业文化相对

于成都平原就十分薄弱。川南民间信仰区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川东民间信仰区基本相同，但是由于远离中原地区，开发相对

较晚，明末清初以后因为战乱影响较小而慢慢发展起来，因此，保留了许多土著和少数民族的古老民间信仰。 

四、结语 

民间信仰的内容、形式及其变迁都以某一时代、某个区域的地方经济状况为依据，并以各种方式反作用于地方经济。从清

代四川社会情形看来，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的互动更多呈现为良性。但是，泛滥的、过分商业化的神灵崇拜和祭祀活动对地方

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清代四川某些地区过于铺张和密集的迎神赛会、以盈利为目的各种行业神、财神崇祀等

活动就对地方经济有过多的消耗，其消极作用可见一斑。因此，在努力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对于城乡地区方兴未艾的民间信

仰，我们不能一味将其斥为封建迷信，在关注民间信仰消极作用的同时，要关注民间信仰在实现地方社会整合、繁荣地方经济

等方面的作用，要加强对民间信仰的引导与管理，使其更多地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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